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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

内容概要

《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由王立诚编著。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逐渐突破早先的侵略与反侵
略模式，更为理性地看待外来事物，也更注重对中国文明自身的反省。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两
大交织的宏观理论架构下，人们在坚持“民族本位”的同时，努力克服其中的自卑与虚骄，更为高屋
建瓴地考察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也更客观、审慎地分析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各种观念、制
度和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促进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
》可以被视为这些年来这种历史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变迁的实际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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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诚，男，1953年6月生于上海，籍贯浙江海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博士后，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出版专
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1991年）、《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
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编校《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译著《沪江
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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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洋务派有志遗使出洋，主要是基于对其实用价值的认识。总署大臣在办外交的过程中，发现遣使
出洋至少有两点益处：一是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以减少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盲目性，即“探其利弊，
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二是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开辟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
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　　因此，他们把遣
使出洋作为办好外交所必须进行的一项改革。1866年，他们作为遣使的试探，曾派总税务司署的文案
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然而，在正式遣使的问题上，他们却遇到整个社会的阻力。虽然
在1866年令各省督抚筹议赫德、威妥玛“二论”的上谕中写道：“至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
各国，亦系应办之事。”表明清廷对于遣使之举已基本首肯，但是，当时的许多官员，对此仍充满疑
虑。他们有的认为这会“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有的甚至担心，“我如派官前往，
彼必如论略所云，东西各国代国大臣前来住京，每得入朝秉政之说，而与我使臣以秉政之虚名，即藉
口要挟，以求秉中国之大政”。这些担忧尽管均属臆测，但却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表明在风气未
开的当时，遣使之举是不受人赞赏的。　　中英修约将临，对于清政府固然是一大危机，但同时也是
它统一内部意见的一次机会，使它的一些改革措施在贯彻时遇到较少的阻力。遣使出洋就是其中之一
。总理衙门早在9、10月间就与赫德在商讨出使的问题，它致各省督抚关于修约的《条说》，则把遣使
列入其中，认为它“亦关紧要，未可视为缓图”。　　不过，尽管总理衙门已表示了决心，但实际操
办起来，却仍颇费踌躇。从表面上看，“使才难觅”是个问题，“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
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我事机”。然而更重要的是，中西间的文化隔阂，使得“中外交际，不无为
难之处”。总署大臣也残留着天朝至尊的意识。那时，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迁延未决，
遣使各国若按西方礼仪行事，难免影响国内在这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使维持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
不攻自破。因此，当他们找到蒲安臣为使时，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这样做，一方面能使
他们收遣使出洋的实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正是这种如意算盘，使他们认为，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由此可见，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
的问题上，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些残存的至尊国体，而不是想以此取媚外国。如果说清政府此举
是把它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国人操纵，那就未免低估了这个有两百余　　年统治经验的封建专制王朝。
它在派蒲安臣出使的同时，还派了两个中国官员一同出使。总署章京方溶师是出使章程的起草人。他
在给文祥的信中指出：“溶师章程中恰专重中朝两使。”即突出两个中国官员的地位，防止蒲安臣大
权独揽。这表现在规定志刚、孙家谷二使与蒲安臣地位平等，“皆一体平行”；二者分别颁给关防，
“于印用关防须由志、孙两使主持，不使他人干预，亦防其渐也。”　　⋯⋯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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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变局”。在诸如薛福成、郑观应
等当时人的眼中，中国已从早先独立演进的“启蒙”、“封建”、“郡县”之天下，一变而为、“中
外联属之天下”。西洋文明冲击、渗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造成各个领域的重
大变革。近代中外关系史可以说渗透于整个中国近代史，而本人总结自己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
经验时，也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中所曾涉入的研究范围颇为宽泛。因此，如今编辑《近代中外关系史
治要》这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个人集时，王立诚将这些论文分类归为外交、外侨、观念和教育四
篇，以便较集中地体现这些论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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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主提，不敢恭维的论述
2、喜欢小论文的形式，不然我一定看不下去。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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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的笔记-中国近代外交的专业化与外交官的转型&   “一·二八”事变与英
国对中日冲突的立场转变

                                          中国近代外交的专业化与外交官的转型

　　近代外交的专业化是伴随着外交官录用知识标准的革新而逐渐变化的。
　　1、十九世纪后半叶，外交官录用实际上采用了双重知识标准。办外交的主要官员，包括总理衙
门大臣和章京，以及出使大臣，主要是科举出身的传统士大夫；翻译官、参赞、随员等，主要由学习
西学的同文馆学生和留学生充任。但此时，清廷的主流意见依然认为那些深谙旧学、科举正途出身的
士大夫是处理外务的核心。
　　“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口齿
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
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曾纪泽遗集》
　　2、1901年《辛丑条约》中规定，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这开辟了西学之士升
迁高官之途，但这种外来的强制规定并不意味着能迅速打破外交官录用双重标准的固有信念。清末外
交部内仍以传统官员当家。
　　3、1906年，外交部制定了新的录用办法：“就各国使馆、各省洋务局人员调取曾经留学欧美学生
，或精通外国文字、熟谙交涉、年富力强者到部行走”。至于外务部培养的学生，则“选尽曾经留学
欧美及日本者，而专在本国学堂肄业者次之”。从而突破了双重知识标准的禁锢，把录用的天平放到
了西学一边。1907年外务部修改出使章程，规定外交官必须是“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及政治、法律、商
务、理财等科研究有得人员”。1912年民国成立后，颁布《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将“兼通
一国以上外国语言”作为外交官录用的必备条件，进一步淘汰了清末外交官中的传统型人员。
　　从总理衙门设立到北京政府遣员参加凡尔赛会议，中国的外交官经历了三代类型、两次转型：    
第一代外交官水平差距极大，他们的西学知识都是自学而来，缺乏近代教育的系统性，办事水平参差
不齐，有成就者多属于天才型外交家（曾纪泽）。而那些对洋务毫无了解的官员出使国外，不过是尸
位素餐的摆设。莫理循曾有这样的描述：
　　“（邹嘉来）是个斜眼的草包，这样的人给我当仆役头目我都不要，让他担任这个官职是因为他
屡次在档案中发现一些多年来找不到的文件。即便是在波斯最糟糕的年代里，也难以想象在任何负责
的职位上有比这位更加无可救药的人。”
　　第二代外交家以西学之士为主体，他们接受西方国际规则，不再像曾纪泽那样搞中体西用。伍廷
芳、颜惠庆便是其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第二代外交人员在外务上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姿
态，但他们与国内的传统体制有着很深的联系。他们入仕之途径，与第一代外交人员十分相似，都是
作为权臣幕僚被保举当官。伍廷芳、罗丰禄、马建忠等都曾是李鸿章的助手，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
章保举伍、罗为驻美、驻英大使。正因如此，他们熟谙内政与外交，在改革外交的同时，往往致力于
变革国内制度。
　　（1917年参战争议，伍廷芳作为外长，不是不知道参加协约国一方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
但基于对宪政中国会权力的信仰和对军阀势力膨胀的担心，他还是坚决反对参战。相比之下，当时在
美国当公使的顾维钧对国内政治知之甚少，仅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积极主张参战。）
　　第三代外交官崛起于民国成立后，其形成首先归功于陆征祥对外交官制度的大力改革，规定外交
官任用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资格审查。这就令外交官摆脱了对权臣的依附关系，“俱书生，一跃跻
高位”，与旧体制关系不深。因此，这代外交人员对国内政治不甚了解，而是把才能限定在外交领域
，一种与传统文化的隔阂使他们再次把外交与内政分隔开来。顾维钧说：
　　“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
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以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着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
危险了。”
他们也因此获称“外交系”。这种以专业知识服务国家而不是操纵政权的西方文官信念，使得外交系
在北洋军阀时代的政治拼图中始终有一席之地，正如顾维钧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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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

　　“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
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入阁是）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一
个法治国家。”
但此时的民国政体在军阀混战下已徒具形式，结果他们实际上成了龌龊政坛外面的遮羞布。
　　

                                     “一·二八”事变与英国对中日冲突的立场转变
　　
　　关于英国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调停，以往学术界有两种似乎不同的评价，即“绥靖论”
和“遏制论”。然而，这两种评价所给予的研究方法基本一致，即以英国要维护它在中国尤其是上海
的巨大利益为出发点，分析英国与中日两国的利益关系。但这种单纯的利益分析法有很大局限性，它
忽视了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观念对利益的建构机制。一个国家对其利益的考虑，不仅在于衡量利益的
大小和有无实力来维护，更在于以何种观念和准则来赋予其利益以意义，从而形成作为政策出发点的
外交立场。例如，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一直持消极旁观立场，这一现象长时
间被研究者归因于英国在中国东北没有很大利益，故而事不关己。但事实上，当时美国在华利益的地
理分布格局与英国基本一致，美国明确表态反对日本侵略，而英国不动声色，这种立场的差异便不能
仅从利益分布的角度加以解读，还应该对英美两国在这一事件上所持的国际关系原则的不同加以关照
。
　　首先，美国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而英国则坚守均势外交，仍把划分势力范围的强权政治作为
外交政策的核心。英国政府认为，东北历来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不应多加干涉，甚至认为“日本在满
洲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了当地权力结构中的一分子，它的行为不同于一国军队入侵另一国领土。
　　其次，英国在对华问题上比美国有着更为强烈的殖民主义情结，这使得它对日本的行径有潜在认
同感。英国对中国自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民族主义怀有敌视情绪，因此，它视九一八事件为日本对中国
民族主义运动的打击。蓝普森说：
　　“确实，中国人近年来对外国人一直采取的刺激政策，不可避免地在公众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造成
大量的误会——甚至可以说是厌恶，在英国如今所说的对日本在满洲的态度大多是由此造成的。”同
样，英国对中国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也极力压制。
　　总之，在“一·二八”事变前，殖民主义传统和强权理念主导了英国对远东的安全构想，使之对
中日冲突的基本立场是袒护日本的，认为中国屈服于日本的“和平”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立场的转变
　　事变爆发后，英国对待中日双方的态度开始转变，主要原因有两点：
　　租借的中立原则。日军在事变中，进入了列强的“协防租借区”，这相当于日本将它的战争行为
置于列强租借安全掩护之下。这令英国人意识到，租借协防方案为日本所利用，把防卫变成进攻，这
使得租借再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其结果是租借被日本吞噬，或是被中国取缔。因此，
英国不允许不租借作为进攻基地，以表明其中立性。
　　在法理上，日本的行动超出了“报复”的范畴，违反了“非战”原则。英国认为，虽然国际法允
许日本对中国的抵制运动做出报复，但这种报复只能是对等性的，日本悍然动武，边违反了《非战公
约》。英国在舆论上不能支持。
　　“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上海作出的坚决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抵抗”令英国开始重新评
估中国在远东均势中的潜在能力，并对中国进行有限声援。
　　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在经济上对日本施压的国家，而要得到美国的合作，就必须迎合美国的机会均
等、门户开放政策，迎合“不承认主张”。
　　1932年2月16日，国联通过了一份呼吁书，其实质上是英国制定，要求维护成员国领土完整、政治
独立。通过这份呼吁书，英国初步表达了要用反对侵略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来对待中日冲突的立场。
　　但此时，在上海的英国侨民仍信封殖民主义观念，要求利用中日冲突的机会，向中国索取特权。
加之日本无视呼吁，大举增兵，英国更加明确地表态，谴责日本的行为。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要
求中日停战谈判，随后，英国外相西蒙强调，必须遵守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这表明英国要用集体安
全机制遏制日本侵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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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转变立场的效应有二，其一是它重新考虑远东均势的结构，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平衡因素
纳入到这种新的结构当中；其二是逐渐构成了其联美制日的外交构想。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健全的，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想把对日制裁作为
贯彻集体安全的手段。因此，这种集体安全表现出仅停留在道义宣誓上的尴尬。英美调停的结果仍使
得中国承受屈辱。但从国际机制的形成过程来看，这种道义的宣誓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集体安全与均
势外交在机制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看实力，不论是非，而前者首先需要确定谁是侵略者，然后
由国际社会全体对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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